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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stice is the value pursuit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legal jus-
tice should be the highest type of legal jus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law of social de-
velopment.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 of law and justice is the fundamen-
tal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jus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gap in dis-
tribution aggravat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ustice un-
der the rule of law is subject to delays, disagreements and disrup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justice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in the stage of calib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rrection of wrongful criminal cases and honesty and credit should be the most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jus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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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应当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最高类型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306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3067
http://www.hanspub.org


王杰，欧阳杉 

 

 

DOI: 10.12677/ojls.2020.83067 474 法学 
 

的法治正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历史的法治正义观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研究的根本

方法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均衡，分配差距大使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正义客观存在着正义迟延、正义分歧、正义被破坏等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相应，

社会主义法治正义观处于校准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刑事错案纠正、诚实信用应当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最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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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1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公平”

的希望促使法学研究深入“正义”的圣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正义”的内涵及实现形式，具有现实、紧迫又古老、悠长的意义。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

治正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内心深处共同的向往。法治正义更是国家法治内在权威、尊严的源泉与

基石。对法治正义的探寻过去早已存在，未来也永远不会停止。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中华民族进入

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在融入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关键节点，以

论、著、行等身体力行方式的探讨、演绎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正义价值。 

2. “正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政治定义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政治论述包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

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等。法学应当在政治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用科学研究协助“政治的法治”不断接近实质的“良法善治”。 

2.1. 正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它以一系列

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要求国家和社会体

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1]。 
如果把社会主义法治描述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用法律作为基本工具进行治国理政和管理社会的一

系列活动，正义就是引领这一系列活动的灯塔。即便是执政党也必须向正义寻觅其执政支持。立法、执

法与司法者如果失落了“正义”的引领，就会对“法治”产生自我怀疑，甚至发生错误判断。例如，在

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被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一案中[2]，审判者由于思维的局

Open Access

 

 

1参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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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对于王力军收购玉米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上缺乏更高的理论指导，做出了与社会

大众朴素正义不相一致的司法审判，最终这一审判结果又被无罪判决所纠正。 

2.2. 正义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内在权威 

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内涵包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律围绕权力、权利与义务

进行的制度安排必须被社会接受和服从。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使同样是以暴力机关为保障的。但若要发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树立就必须尽可能的降低“强迫性”，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获得人

民群众自愿的认同和支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但要有法可依，法更需要加强法的道德，即

“正义”。正义既是人民内心深处的观念，又是人民内心深处的需要。人民内心深处总是不断对社会现象

和法律规范进行着正义与否的判断，继而决定着人心对社会现象是否接受，对法律规范是否服从。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亟需深思 

正义如此深入人心，然而从亚里士多德到卡尔马克思，“何为正义”一直困扰着各个时代的法哲学家，

也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短板。古代中国法制以“刑”、“礼”明暗交织的双螺旋结构

为特征，是人治的工具，法与“正义”的联系非常松散。近代中国法律先移植自日本，而日本法律又主要

源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新中国建国伊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对我国法学影响

很大。随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急匆匆峰回路转之下，我国的立法与法学研究应需

而上，对美、英、日及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成果广泛借鉴，难以沉心静气地进行中国本土的法治探

索与积淀。与二十世纪西方新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丰富探寻成果相比，我国法学理论关于正义的研究仍需

要加强本土研究。深度探寻“正义”在中国土壤中的应然内涵与实然表现，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价值，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法的价值”理论研究上的历史不足。 

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社会表达正义的最优方式 

与其他社会治理工具(圣人之治等)相比，法与正义的结合最天然最紧密。古代中国“灋”字从水，表

意执法要平之如水。现代法治普遍强调“平等”，平等作为基石继而奠定了法治正义。人治、政策、村

规民约等其他社会治理工具在落实、普及平等上难与法治齐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最广泛的正义表达。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制定或通过的，是最广泛民意特别是人民心中正义的表达形式。严格的立法程序使法律制定在提出

议案 → 审议 → 表决的全程中多次征求民意进行修改，继而获得通过，具备程序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相对科学的正义表达。现代立法技术使得法律规则的内容在制定时相对科

学，并通过立法后评估等法学方法，不断使法律实现“正义”的状态得以动态表达，继而具备发展性、

时代性，能反映不同的时代下存在着不同的正义表达需求。比如，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投机倒

把罪”、“流氓罪”等罪名，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刑法》取消这些罪名，是中

国社会正义表达的体现。 

3. 法正义观的历史发展 

3.1. 西方法哲学中的法正义观 

3.1.1. 古代西方的法正义观 
“法正义观”，指关于法与正义的关系的观点，或者说是指从正义的角度观察法律现象的观点。正

义，源出于拉丁语 Joisttia，系由 Jus 一词演衍而来，字面上具有正直、正当、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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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西方法正义观发轫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的宇宙观，并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中起过显著作用[3]。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正义作为美德的一种，正义就是符合道德的事。属于知识和智慧。苏的观

点使得正义的宇宙法则转变为人的主观知识和行为。柏拉图的观点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给不同社会角色

有不同的“正义”定义。对国家来说，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位，各司其职[4]。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

就是适当的比例，该思想给的正义观以极大的影响。到了中世纪，正义的问题在神学思想的影响下，被

理解为听从上帝的要求。正义分被为自然正义和实在正义。自然正义体现上帝意志，就是合乎神的意志

和自然法理的价值；实在正义就是通过协议或共同意志达到适当的比例，实在正义从属于自然正义。 

3.1.2. 近代西方的法正义观 
近代西方的正义观念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正义的价值

追求。以格劳秀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为代表。如卢梭认为，人的内心

正义和法律正义规则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两种手段。为了更好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专制，契约

国家、分权制衡的产生。上述观念，把正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民主、法制联系起来，为资产

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 
第二种以秩序为首要价值追求，以霍布斯和黑格尔的观点为代表，安全、秩序和权威是他们的学说

的正义价值追求。黑格尔把正义归结为对国家法律的遵守，为贯彻法律的实施，主权者应该有至高无上

的权威。个人的权利要在国家权力中得以实现，要服从国家法律。这主要源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社

会动荡使社会渴望秩序。 
第三种以效率为主要价值追求。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为典型代表。功利主义思潮风行于 19 世纪的

英国，主要代表为葛德文、边沁和密尔。功利主义主张公共效益是正义的唯一起源；正义就是实现社会

福利的最大化；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最有利于社会普遍的幸福，那他就是最有道德和正义的人。 
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和之初，正义的理解侧重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在资产阶级革

命中后期，侧重在秩序和权威上的认同；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特别是工业革命时期，侧重于对效率和功利

的追求。 

3.2. 马克思主义的法正义观 

19 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正义观有根本性区别。马克

思主义认为，正义观由于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资产阶级的正义观不能代表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正义观。经济基础的阶级性决定了正义本身的阶级性。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的发展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正义的观念也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的启发是： 
正义具有物质制约性。使用法律作为主流工具治理国家时，应当围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主

线，来寻找正义的价值立场。正义归根结底应当对社会的经济基础起到促进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是否正义，归根结底应当看其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正义具有阶级倾向性。社会阶级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均衡而客观导致的，人群的分化。在社会生

产过程中，由于人们所拥有的资源、财富、知识不同，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社会阶级

具有各自不同的正义观。法治的正义主要体现为社会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阶之间的斗争属性已经大大减弱。然而改革开放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必然导致人民在进行经济生产的过程当中所拥有的资源财富和知识出现较大差异，客观上使中国

社会出现了各阶层分化，各社会阶层的正义观出现了分化。为了社会整体的秩序，就必须要对正义进行

探讨，形成主流权威的正义观，正本清源，凝聚分散的认识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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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正义具有客观的历史延续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中，继承、发展、丰富着马克

思主义。这一过程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系列法治思想对“正义”的启发

是：“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一而贯之的正义；专权与腐败是非正义的必须严加约束；法治是实现正义

的最主要方式。 
毛泽东法治思想的内容主要表达了两大理论主线，即民主法制和平等法治。毛泽东指出：“法律是

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的” [5]。毛泽东的刑法思想是毛泽东法制思想中较突出的贡献，主要思想有以下

几点：一是重调查，不轻信口供；二是宽严相济；三是言行慎罚[6]。毛泽东的刑法思想至今仍然积极引

导着中国当代刑事立法的主导思想。 
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

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江泽民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3 胡锦涛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4 习近平强调：“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改革，

依法反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5。 

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正义面对的现实问题 

4.1. 正义在刑事错案中的迟到 

刑事错案具有获得纠正的时间漫长、纠错的被动性等不符正义之处，有损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刑事

案件中的民众朴素正义体现为：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因为此二种价值无法绝对兼顾，发

生矛盾时，社会主义法治选择“不冤枉一个好人”，反映在《刑法》中就是疑罪从无以及有利于被告人

的原则。如果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错误怎么办？纠正错误应该是正义最基本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8)》白皮书显示，五年来，人民法院共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 46 起，

涉及 94 人。2014 年至 2018 年，各级人民法院共依法宣告 4868 名被告人无罪[7]。 
以上数据仅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正在多年苦苦申诉未获得无罪认定的案件仍然存有一定数量，

既无法让申诉人服判，也没有宣告被告人无罪，年复一年的延后客观形成正义的迟到。即使是已宣告被

告人无罪的案件，申诉周期普遍漫长。因为种种互相缠绕的原因，刑事错案的纠错具有一定被动性。不

少刑事错案申诉成功的原因出于“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司法机关多是艰难、慎重的认定以上

事实(见表 1)。 

4.2. 正义在民事诉讼中的低效率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应当对经济基础起到促进作用方为正义。效率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效率要求法治能够较为迅速的解决民事诉讼，案结事了，使原被告双方

了结纠纷，继续民事经济活动。虽然法院系统“白加黑”，“5 + 2”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但在民事审判

 

 

2参见：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论断。 
3参见：江泽民，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的论断。 
4参加：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论断。 
5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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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上却不乏无奈。首先是近年来民事案件数量激增，有些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一年要办理 300 件以

上的民事案件。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不平则鸣”，从反面提示，民事经济领域的正义实现仍需继续

努力，同时“案多人少”也是影响民事审判效率的客观因素。近五年来，我国各级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案

件涨幅都在 5%以上，近三十年来，我国案件增长超过三十倍。而相比爆炸式增长的案件规模，办案法官

的数量却增长较为缓慢，1984 年底我国有法官 15 万人，2010 年为 19.3 万人，人数最多的一年为 1993
年达到 27.74 万人[8]。 
 
Table 1. Correction of some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2012-present) 
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刑事错案的纠正情况(2012~今) 

序号 错案名称 罪名 羁押时间 纠错时间 纠错原因 

1 聂树斌案 故意杀人、强奸 1995.4 执行死刑 2016.12 平反 21 年 真凶再现 

2 乐平黄志强等五人案 故意杀人、强奸 2000.5~2016.12 16 年 真凶再现 

3 谭新善案 故意杀人 2004.12~2016.8 13 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4 陈满案 故意杀人、放火 1992.12~2016.2 23 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5 呼格吉勒图案 故意杀人 1996.6 执行死刑 2014.12 平反 18 年 真凶再现 

6 黄家光案 故意杀人 1996.6~2014.9 17 年 同案犯归案 

7 念斌案 投放危险物质罪 2006.8~2014.8 8 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8 高如举、谢石勇案 抢劫、故意杀人 2004.1~2014.7 10 年 真凶再现 

9 张氏叔侄案 强奸、故意杀人 2003.5~2013.3 9 年 真凶再现 

10 浙江萧山命案 抢劫、故意杀人 1995.11~2013.7 17 年 真凶再现 

 
此外，部分案件虽然形式上结案，但当事人的纠纷依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对此当事人或者产生“法

律无用论”的思想，或者通过发动新诉讼、申请再审等方式继续追求其民事权利。这些客观而无奈的法

治现象有必要让每一个具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继续为“正义”奋斗。 

4.3. 正义的“分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级分层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缺少社会整体层面上的最基本的

共识，需要下大力气正本清源，形成和巩固共识。在对“正义”的理解上，民营企业侧重“经济自由”，行

政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可能是不正义的；有产者重视“安全和保护”在正义中的表达，部分无产者渴望“均贫

富”，存在一定的“仇富心理”。社会林林总总的“正义观”，或朦胧或清晰，都很片面。中国社会较为一

致的是关于利益和正义的关系：社会各阶层和个体对“维护自身利益”非常敏感，个人利益变成了“正义”。

“利益就是正义”的错解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利害观，缺乏是非观，甚至不惜利用虚假诉讼等手段追

求非法利益。例如：在熊某与张某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案件中，被告张某的诉讼代理人周某伪造原告熊某

诉状、假冒熊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并伪造证据材料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9]。 

4.4. “正义不能”的反噬 

正在艰苦推进中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6 相关重大改革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深刻体会到“正义”的追求

 

 

6参见：201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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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可有可无，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研究坚决不能止于抽象说教，应当接地气，体察“非正义个案”的

苦难。假若不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奋斗，没有任何阶层或个人能够凭借其财富、地位、智慧等免于付出

代价。 

4.4.1. 张扣扣复仇故意杀人案 
2018 年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张扣扣将王家父子三人杀害，杀人动机系为母报仇。其母在 1996 年 8

月的一场邻里纠纷中被王家伤害致死。年仅 13 岁的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死亡事件的发生。和王家发生纠

纷时，王家父亲王自新的二儿子王富军和三儿子王正军(17 岁)都在现场。但在经过警察调查之后，南郑

县人民检察院仅将王正军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未对王自新及王富军在案件中参与的行为提

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定张母对案件的引发有一定责任，判处王正军七年有期徒刑。该司法审判未能对张

扣扣形成法治信服与内心约束，长达 22 年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也未能改变张扣扣复仇的决心，张扣扣

在其 35 岁时违法犯罪，故意杀害王家父子三人，因其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一审、二审均被法

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张扣扣案的法治反思是：整体而言，游离于法治之外的个别正义表达方式(同态复仇等)对社会主义法

治正义是有害的。当法治正义不能影响人的内心时，人们极有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个体的正义，

继而打破法治正义的规则，甚至对法治正义产生颠覆。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应当追求消灭犯罪，决不满足

于消灭犯罪的人。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部分源自“孝道”、“同理心”、“怜悯弱小”等民

间朴素的正义观念。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可以适当吸纳中国民间的朴素正义进而得到丰富完善。 

4.4.2. 报复法官 
2018 年 11 月 24 日，田晓法官在法院附近被刑满释放的人员曾某持刀刺伤[10]。此非独例，2017 年

1 月 26 日，广西陆川已经退休的傅法官被其曾经审理过的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持刀刺死。2017 年 2 月

17 日，江苏沭阳县法院副院长周龙被人开车撞倒并刺伤，行凶者动手原因是不服法院判决[11]。法官手

握正义天平，依照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和证据等进行审判，是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践行者。司法者受到

威胁或攻击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极大威胁。 

4.4.3. 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拉团结伙，或者渗透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形成“村霸”，或者侵

蚀某一经济行业，控制市场，强迫交易。黑恶势力本质上是游离于社会主义法治调整之外的在野强权，

奉行强力即正义的原始法则，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正义。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经济基础 

5.1. 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权威判断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研究社会主义法

治的“正义”，根本方法是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基础和主要矛盾，继而观察、衡量法治如何解决社会主要

矛盾，解放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把握中国当代经济基础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

运用法律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扭转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合理的情况，是能体现中国特色，

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方法进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基础作出了准确判断。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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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7。 
从深层次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总体生产力显著提高和局部生产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

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能力尚待提高之间的矛盾；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

多领域需要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供给不平衡之间的矛盾[12]。 

5.2. 贫富差距导致阶层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年来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贫富差距加大，人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过程中出

现了财富、地位的差异化，贫富差距继而导致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化，出现阶层分化。阶层分化

的例子包括政协将如企业高级管理者、律师、会计师等等传统体制不能涵括的人群定义为新社会阶层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带有鲜明的政治和阶级色彩。例如，关于人民和人民的敌

人的区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图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复

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都属于此类[13]。 
1978 改革开放至今，高度集中、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被市场经济打破。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

分配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乃至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义为起决定作用的协调机制。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结果，从而导致

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虽然社会主义法治被社会普遍接受，社会各阶层对“正义”的理解与追求存在变化与分歧：经济分

配上的“正义”从早期的平均主义到后来的按劳分配，再到按多种生产要素分配和再分配；立法上从杀

人偿命到死刑存废的争议，从欠债还钱到试图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提议，无不体现着“正义”的变化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社会意识正在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法治正义”作为社会意

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在应社会主义新时代变化而进行校准、发展。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最基本内涵的探讨 

6.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正义、集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有历史

正义性的政党。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被殖民被侵略，无数仁人志士献身寻找反殖民反侵略的

路径。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的检验，解放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并通过改革开放超

越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短短四十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理论正义性的政

党。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正义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注重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体现正义的丰富执政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基本国情中上层建筑的集中代表，“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历史、中国中情下诞生的最大中国特色，在世界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用事实证明：“一党执政”并不能从简单直接推导出“专治”或“非正义”。“多党执政”未必

比更加优异。英国脱欧等西方政治闹剧所带来的无效率、资源内耗并不符合正义。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借鉴了大量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中国优

势的集中体现，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正义提供了中国范式。 

 

 

7参见：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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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是基本价值，正义价值的追求离不开秩序价值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归根结底是执政

党的法治，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主导、推进的法治。失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就失去了权力保障，失去了存在前提。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内涵讨论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全面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来，为人民服务，继承、巩固和发展自身的正义性。 

6.2. 刑事错案的纠正 

刑事错案必须纠正的必要性不再赘述。对纠正刑事错案，实现法治正义更有价值的是揭示刑事错案

中正义迟到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 刑事案件所认定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无法绝对契合，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良好满足证明标准。刑事

法律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侦查取证与理解、运用证据。由于刑侦科学的局限性、执法人员的差异性，造成

取证瑕疵和对证据错误解读，从而导致逼真的还原事实非常困难。 
2) 侦查机制和审判原则存在思维矛盾，程序正义与侦查力度存在矛盾。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工作

进路是有罪怀疑，工作要求是“命案必破”，思维方式是假设有罪，寻找证据验证假设。程序正义要求

在侦查过程中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等不法侦查手段。但侦查中的程序正义之潜在

更高要求是公安机关必须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力量，用比诱供、逼供等更高明、更文明

的方式来达到锁定犯罪人，查清犯罪事实的正义目的，若是无法侦查清楚，就意味着公安机关要承受失

职的负面评价。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配备在基层的司法资源尚不能满足程序正义的潜在要求。

当主观主导下的侦查不能突破客观局限时，修改客观证据以完成工作任务就成为人性的诱惑。刑事案件

在侦查取证第一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随后的检察院起诉、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无法获得良好的证据基础。 
3) 刑事纠错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对刑事错案启动再审程序非常艰难，申诉人在没有任何

取证权力的情况下必须自证清白，承担举证的绝大部分成本和责任。这使得申诉人在侦查中坚持不做有

罪供述、长年坚持申诉成为了影响审判者和社会公众判断其是否无辜，有罪判决是否正义的心证标准。

刑事错案再审中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标准非常严苛，事实上已经从“疑罪从无”升格到“证明清白”、“找

到真相”。 
4) 刑事案件纠错与司法机关、人员的利益冲突。国内刑事错案得以纠错平反的促进因素大体包括三

种：亡者归来，真凶再现，检院抗诉，从统计数据上看前两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作为法治正义的

奋斗者，为何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普遍对刑事案件纠错存在保守心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深层原因之

一是刑事案件错误的纠正与正义的实现需要司法机关或承办人以一己之力打破过往形成的既定格局，吃

力不讨好，得罪其他司法机关和其他人的风险很大，正义实现的胜算很低。深层原因之二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功大于过，功过相抵”的传统免责理由深入司法人员内心。不可否认公安机关、检察院、

法院的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承担了大量侦查、控诉、审判工作，为法治运行付出了大量时间

精力干得越多，出错的几率越大。现有刑事错案的追责机制决定了一旦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被追究错误，

其他工作成绩都会受威胁。这有损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利益。因此对于刑事错案，司法人员的自保心

理、保守心理要大过正义感。 

6.3. 诚实信用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继而是民法领域里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最基本内容。 
正如腐败是政治的毒瘤，欺诈就是市场经济的毒药。在民事经济领域里不诚信绝对是违法和非正义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没有参与市场经济的各主体的诚实守信，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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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交易成本会急剧增加，交易无法扩大，交易纠纷大量增加，最后导致市场机制崩溃。人们只有严

格遵循诚实信用的民法正义，并升华为市场主体的内心信念，内化为行为习惯和行业惯例，才能从根本

上防止欺骗、投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实信用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基本内涵，能够使社会主义法治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古训与诚实信用是契合的，当今仍应是企业把握市场正义界限的重要指引。西

方文化虽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甚大，但西方的契约精神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中的“诚实信用”是相通的。

诚实信用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基本内涵，将极大帮助“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争取世界各国特别是西

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7. 结语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今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正在

深水区里“摸着石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综合国力

最强的国家，更是自 2011 年以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

义法治存在与发展的典例，中国法学将紧接地气地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研究，具有一定前瞻

性地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理论，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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